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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源与史实
———辑本《东观汉记》蔡伦发明造纸佚文辨析

郭伟涛莶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4)

摘　 要　 支持东汉蔡伦发明造纸的文献依据,主要是辑本《东观汉记·蔡

伦传》有关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 分析姚之骃、四库馆臣和吴树平辑录的《东观

汉记·蔡伦传》,可知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都来源于明代俞安期编纂的《唐类

函》。 《唐类函》在采录合并《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白氏六帖》
内容的同时,又打散挪移了不少内容。 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原本是《白氏六

帖》从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引录的,后被《唐类函》挪移至《艺文类聚》所录

《东观汉记》之下。 上述辑本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此产生了误辑。 综合《北堂

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隋唐类书所录《东观汉记》蔡伦造纸的记载,
《后汉书·蔡伦传》的相关文字应该不是出自《东观汉记》原本。 澄清蔡伦发明

造纸说的文献来源,有助于造纸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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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不过,造纸术起源于何时,一直以来众说纷纭。[1]

 

在 20 世纪之前,人们一般采信范晔《后

汉书》的记载,其中说蔡伦“造意”造纸(见下文,引文 g),“造意”就是发明的意思,于元兴

元年(105)上奏朝廷,从此天下风靡。 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罗布淖尔纸、金关纸、中颜纸、
马圈湾纸、玉门关纸等西汉古纸实物的出土,学界逐渐倾向于认为西汉已有植物纤维纸。
不过,与此同时,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传统看法,认为是蔡伦发明了造纸。 检视这一派学

者的证据和逻辑,一是认为在此之前的西汉古纸实物,如灞桥纸、放马滩纸不是纸,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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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中颜纸等属于纸的雏形,马圈湾纸、悬泉纸等断代有误[2] ;二是认为蔡伦发明造纸见

于传世文献的记载,班班可考,不容否认。
关于西汉古纸实物的科技鉴定和考古学断代,问题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 单

就支持蔡伦发明造纸说的文献证据而言,主要就是《东观汉记·蔡伦传》和范晔《后汉书

·宦者列传·蔡伦》的两处记载。 根据唐代刘知几的说法,桓帝元嘉元年(151) “(崔)
寔、(曹)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百官表》,顺帝功臣孙程、郭愿及郑众、蔡伦等传” [3] ,换言

之,《东观汉记·蔡伦传》的修撰,距建光元年(121)蔡伦之死才 30 年,距《后汉书》所载蔡

伦元兴元年(105)奏上造纸也不过 40 多年,其可信性无疑是非常高的。 相较而言,范晔

《后汉书》撰成于南朝宋元嘉年间,距东汉灭亡已有 200 多年,从史源上说,可信性显然比

不上《东观汉记》。 因此,从学理上讲,支撑蔡伦发明造纸的文献证据,主要就是《东观汉

记·蔡伦传》。
不过,《东观汉记》的原本并没有流传下来,大概元末明初就已散佚殆尽(详下),学界

主要利用的是辑本,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钱塘姚之骃纂辑的《后

汉书补逸》,其中就包括《东观汉记》 (下称姚本《东观汉记》)。 姚本辑录的古籍较少,且
体例不佳,故乾隆朝四库馆臣重加辑录,最后刻成武英殿聚珍本和《四库全书》本《东观汉

记》(下称聚珍本《东观汉记》、四库本《东观汉记》)①,其中聚珍本《东观汉记》广为流传,
而四库本锁于深阁,直到近些年才陆续影印出版。 聚珍本同样也存在不少问题,今人吴树

平进一步扩大辑录范围,并完善体例,新辑成《东观汉记校注》 (下称吴本《东观汉记》),
成为现下最为通行的权威辑本。 换言之,《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内容乃是从其他古书中

辑录的,因此据之讨论造纸术的起源时,一定要充分注意。
此前学界关于造纸起源的争论,就涉及《东观汉记·蔡伦传》的佚文来源及与其他古

书记载之间的关系问题。 桑原騭藏最早注意到聚珍本《东观汉记》和范晔《后汉书》都有

蔡伦“造意”造纸的记载,因此认同蔡伦发明造纸的说法。[4]
 

不过,四库馆臣所辑聚珍本和

几个四库本《东观汉记》之间并非原样复制,文津阁四库本相关文字即与文渊阁、文澜阁

和聚珍本有所不同(详下)。 许鸣歧注意到聚珍本和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蔡伦传》
的佚文并非都有“造意”一词,于是认为不可径信蔡伦发明造纸的说法。[5]

 

随后,潘吉星比

对《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所引《东观汉记》与文渊阁四库本《东观汉

记》有关文字的异同,进而质疑后者的可信性。[6]
 

潘吉星之说遭到吕作燮的反驳,后者认

为类书往往节引文字,而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乃从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中辑出,
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不可拿文字琐碎的类书加以否定。[7]

 

针对这一点,潘吉星抛开类书

与辑本《东观汉记》之间的文字异同,转而认为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虽来自《永乐大

典》,但后者既引《后汉书》又引唐代类书,容易发生混淆。[8]
 

潘吉星的这一说法流于揣测,
没有文献上的证据,因此未被学界取信。 而随着吴本《东观汉记》的问世,不少学者注意

到其中也有蔡伦“造意”造纸的记载(引文 b),因此拿来作为蔡伦发明造纸的证据。[9]
 

对

这一点,许鸣歧、潘吉星等主张蔡伦之前已有植物纤维纸的学者亦未置一词,显然是无从

① 《武英殿聚珍本丛书》是在《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从中挑选出了一些流传很少而又较为重要的书籍予以刊

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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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 最近张明悟、王晓强谈到这一问题,更是直言“已完全不可考,历史的疑窦早在东

汉就已经埋下” [10] 。
总体上看,随着多批次西汉古纸实物的陆续出土,早在西汉而非东汉出现造纸的看

法,已经逐渐占据上风并深入人心,但面对坚持东汉蔡伦发明造纸说一派学者经常引据的

吴本、聚珍本和姚本《东观汉记·蔡伦传》的有关记载,学界似乎只能选择性无视或沉默

以对。 个别学者虽然注意到了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的佚文与聚珍本不同,但没有搞

清楚两个辑本之间的关系和史料来源,因此相关意见不受学界重视。 实际上,仔细考索几

个辑本《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史料来源就会发现,问题就出现在佚文的辑录上,蔡伦发

明造纸的内容并不是《东观汉记·蔡伦传》原文,而是姚本、聚珍本、四库本和吴本误辑

《后汉书·蔡伦传》的文字。
鉴于姚本和吴本的相关佚文几乎全同,具有相同的来源,而四库馆臣操刀的几个辑本

又都沿用了姚本的内容,因此本文先分析吴本和姚本的史源,然后再考察四库馆臣辑本。
期待本文对辑本《东观汉记·蔡伦传》辑佚过程和有关佚文史源的澄清,为造纸术的讨论

提供坚实的史料基础。

2　 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蔡伦传》有关记载的史料来源

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都有《蔡伦传》,其中关于蔡伦造纸的文字,分别移录如下:
[a]黄门蔡伦,字敬仲,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奏上,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11]

[b]黄门蔡伦,字敬仲,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奏上,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也。 ———《唐类函》卷一〇七[12]

非常明显,两者文字近乎全同,只差了末尾的“也”字。 吴本标注辑自《唐类函》,而姚本不

标注辑录文字的出处,那么姚本这条记载源自哪里呢?
据四库馆臣调查,姚之骃辑录《东观汉记》,依据的是范晔《后汉书》李贤注、司马彪

《续汉书》刘昭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初学记》等五种古籍[13] ,这一看法为吴本

《东观汉记》所证实。 ([12],8 页)
 

不过,遍检上述五种古籍,未见姚本文字(引文 a),那
么这条佚文来自哪里呢? 据吴树平对姚本《东观汉记》的比对和调查,姚之骃在查找《北

堂书钞》时,还会翻检《唐类函》所录《北堂书钞》加以对照[14] ,从这点看,姚本文字(引文

a)只比《唐类函》有关文字(引文 b)少了个“也”字,应该也来自《唐类函》。 换言之,姚本

和吴本《东观汉记》的有关记载,实际上都来源于《唐类函》。
案《唐类函》,乃明中后期苏州俞安期汇集唐人类书而成,前引吴本《东观汉记》有关

文字(引文 b)出自《唐类函》卷 107“纸一(《艺文类聚》)” [15] ,下注《艺文类聚》即表示引

自《艺文类聚》。 又案《艺文类聚》,共 100 卷,目前存世刻本计有上海图书馆藏南宋绍兴

残本、明正德十年(1515)无锡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明嘉靖六至七年(1527—1528)胡

缵宗陆采刻本、明嘉靖九年郑氏宗文堂刻本、明嘉靖二十八年平阳府张松刻本、明万历十

五年(1587)王元贞南京刻本等,清人久未重刻,直至光绪五年(1879)成都宏达堂才据王

元贞本翻刻。[16]
 

20 世纪 60 年代汪绍楹曾以宋刻本为底本,校以明刻诸本,对《艺文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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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系统的整理校订,其中卷 58《杂文部》“纸”目相关文字如下: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上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17]

未提及有何异文,看来诸本文字相同。 新近孙麒参据更多版本做了全面整理,亦未发现异

文。[18]
 

俞安期《唐类函》刊于万历三十一年,所能利用的《艺文类聚》,在上述刻本之外,理
论上自然还存在学界未知的其他刻本或抄本的可能。 不过,上述多种宋明刻本引文均一

致,且与《唐类函》引《艺文类聚》文字(引文 b)明显不同,因此不太可能是《艺文类聚》版

本的问题。 那么,问题出自哪里呢? 有无可能是《唐类函》引用《艺文类聚》的某个环节出

了问题?
复案《唐类函》,俞安期交待其编纂体例:“唐诸人类书,以欧阳率更之《艺文类聚》居

其前,次徐学士之《初学记》,次虞永兴之《北堂书钞》,次白傅之《白帖》,又次则诗赋文章

终焉。 《类聚》居前不复加删,删者删其后三书也。 大都《书钞》删多于《初学记》,《白帖》
删多于《书钞》。 至若《类聚》略而三书详,则取三书所详足《类聚》之阙。” ([15],362 页)

 

换言之,此书按照《艺文类聚》、《初学记》、《北堂书钞》和《白氏六帖》的次序进行编排,但
因为四部类书在内容上既有大量重复,同时也有各自不同的部分,故《唐类函》以《艺文类

聚》为纲,删减了后三书与之重复的内容,而后三书详于《艺文类聚》的部分则挪到《艺文

类聚》上来。 按照这个体例,《唐类函》引《艺文类聚》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 b),有可

能是从《初学记》、《北堂书钞》或《白氏六帖》三书中挪移过去的。
先来看徐坚《初学记》,此书共 30 卷,大概初刻于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明代多

次刻印,计有嘉靖初年安国初刻本、嘉靖十年安国桂坡馆刻本、嘉靖十年九洲书屋本、嘉靖

十三年晋藩虚益堂刻本、嘉靖十六年宗文堂刻本、嘉靖二十三年沈藩刻本、万历十五年宁

寿堂刻本、万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扬州陈大科刻本和万历三十四年沈宗培巾箱本等九本。
后世最通行的乃是嘉靖十年安国本,此本据说参照残宋本(缺卷 7、12、21—25 和卷 30 的

下半)配补,明代刻本多据安国本翻刻。 严可均、陆心源曾据王昶旧藏宋本(实系元刻)与

安国系统刻本校勘。 ([16],131-136 页)
 

今人司祖义以清代内府古香斋袖珍本为底本,
汇集众本,加以断句排印,并逐卷移录严可均、陆心源两家校录的异文。 案今整理本卷 21
《文部》“纸第七”,引《东观汉记》共两处:

【叙事】《东观汉记》云: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帋,所谓蔡侯纸是也。[19]

【事对·尚方】《东观汉记》曰:蔡伦传云:伦典作尚方,作纸。 ([19],517 页)
均与《唐类函》引《艺文类聚》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 b)不同。 卷后附录的严可均、陆心

源两家校语,亦未发现有何异文,可见多个版本文字都一致。 此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

一部南宋绍兴刻本,不为严可均、陆心源、司祖义所利用,但其文字亦与今整理本全同。[20]
 

当

然,俞安期乃一介平民①,最可能利用的还是常见的安国系统刻本,而非罕见的绍兴本。
再看虞世南《北堂书钞》,此书原 174 卷,流传下来的乃是 160 卷本,早期以抄本形式

流传,直到明万历二十八年虞山陈禹谟始予刊刻。 不过这个历史上最早的刻本问题非常

多,备受诟病,俞安期对此非常清楚,评价说“凡无书可校者,补以他书,如无《东观汉记》、
谢承《汉书》,则以范晔《汉书》补之之类,良苦心矣。 然事义虽同而文字各别,至有与提纲

① 申时行《唐类函·序》,称“余友俞羡长(俞安期之字)以布衣笃志好古”([15],3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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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字了无交涉”([15],365 页)
 

。 即使是这个刻本,相关文字也只是写作:
《东观汉记》云: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21]

明显与前述《唐类函》引《艺文类聚》蔡伦造纸的有关文字(引文 b)不同。 因此俞安期《唐

类函》的这条资料,并非录自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
不过,俞安期在利用陈本的同时,称“余偶得善本,参以诸书,对勘相符,稍有端委者,

俱照原本,其不可晓会者,始依陈本”([15],365 页),可见利用了这个“善本”与陈禹谟刻

本对勘。 可惜的是,俞安期没有说明“善本”源自哪里,但毫无疑问应当是钞本。 案《北堂

书钞》有宋明钞本数部存世,孙星衍、严可均、孔广陶等曾相继汇集众本进行校勘,最后形

成较为完善的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本。 ([16],95-101 页)
 

案孔本《北堂书钞》
相关文字仅作:

《东观记》云:蔡纶典作尚方作纸。 ○今案:《事物纪原》卷八引《东观记》,纶作

伦,典下无作字,聚珍本、姚辑本亦作伦,典下有作字。[22]

无论正文还是校语,都没有《唐类函》引《艺文类聚》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 b)。 显

然,目前可见的宋明本《北堂书钞》,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都非常简短。 当然,理论上不能

排除俞安期利用的“善本”,就存在前述《唐类函》引《艺文类聚》蔡伦造纸的有关文字(引

文 b),但是那么多版本的《北堂书钞》都没有这些文字,充分说明这个可能性极小。
再来看《白氏六帖》。 此书共 30 卷,乃白居易积聚的写作素材库,引录古书不注出

处,故成书后不断有人添注,以北宋晁仲衍标注本最为齐备,书名《新雕白氏六帖事类添

注出经》。 《白氏六帖》白文单行本,又名《白氏六帖事类集》,目前有两种,一为日本静嘉

堂文库藏北宋版,一为傅增湘旧藏南宋绍兴刻本。 添注本久不传于世,目前存世共两种,
一是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北宋仁宗朝残本(仅存卷 17—20),一是台湾藏南宋坊刻本(缺末

尾两卷)。 南宋初年孔传仿《白氏六帖》作《六帖新书》(又称《孔氏六帖》),南宋晚季两书

合刻,共 100 卷,称为《唐宋白孔六帖》或《白孔六帖》。 合刻本在明代大量刻印,广泛流

传,存世非常多,可能也正因为这一点,明代没有再刻《白氏六帖》白文单行本和晁仲衍添

注本。 不过合刻本中白居易撰集的部分,用的是白文单行本,而非添注本。 ([16],138-
155 页)

 

俞安期以布衣之身,所依据“白傅之《白帖》”,无疑应该是常见的合刻本,而不可

能是稀有的宋刻白文单行本或晁仲衍添注本。 案通行的嘉靖元年(1522)合刻本《白孔六

帖》卷 14“纸十七”之“蔡侯纸”之下,白居易撰集的部分作:
[c]后汉蔡伦,字敬仲,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

不用,故天下咸称蔡侯纸。[23]

这段文字,与姚本《东观汉记》有关蔡伦造纸的记载(引文 a)完全相同,末尾都无“也”字。
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刻本的文字也是如此[24] 。 又案俞安期不太可能寓目的两部宋版单行

本,卷 4“纸第四十三”之“蔡侯纸”之下的文字[25,26] ,亦与明代合刻本相同。 很显然,《唐

类函》引《艺文类聚》蔡伦造纸的有关文字(引文 b)应该就出自《白氏六帖》,只是俞安期

在引文末尾加了个“也”字。
据俞安期交待,“《白帖》重复前书者,既已删去;所存尚多者,另立成篇;其有悉尽者,

篇目亦不存矣;而寥寥一二则附之《书钞》,或无《书钞》则附之《初学记》。” ([15],365-
366 页)

 

换言之,因为《白氏六帖》的内容陆续都散入到《唐类函》所引《艺文类聚》、《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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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堂书钞》中去了,最后导致某些门类连《白氏六帖》的名目都不需要列出了。 案

《唐类函》卷 107《文学部》“纸”目,仅列“纸一(《艺文类聚》)”、“纸二(《初学记》)”和“纸

三(《北堂书钞》)”,没有“纸四(《白帖》)”,可见《白氏六帖》的相关内容确实都挪移到前

三书中了。 从这个角度看,俞安期应该是将《白氏六帖》中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散入到

《艺文类聚》所引《东观汉记》相关文字之下。
至此可以确定,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是以《唐类函》为中介,

辗转抄自《白氏六帖》。 而《白氏六帖》引录古书,如前所述并未标注出处,那么《白帖》上

述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 c)到底出自哪里呢? 有无可能,是非常罕见的添注本相关

文字之下,被人注明引自《东观汉记》,从而恰为俞安期所偶然看到呢? 案台湾藏北宋晁

仲衍添注本卷 4“纸四十三”之“蔡侯纸”引蔡伦发明造纸相关文字,后注“后六十六􀪍􀪍􀪍􀪍”。 据

同卷“笔四十二”,“投笔”和“笔耕”两目引班超事迹(《后汉书》卷 47《班梁列传第三十

七》有载),后注“后三十七”;“同笔砚”引张彭祖事(《汉书》卷 59《张汤传第二十九》有

载),后注“前二十九”。 可知“后六十六”当指《后汉书》列传第六十六,并非《东观汉记》。
不巧的是,今本《后汉书》列传第六十六是《循吏列传》,而载录蔡伦事迹的《宦者列传》位

居列传第六十八。 不过,从添注本“投笔”和“笔耕”两目班超事迹的卷次与今本相同来

看①,晁仲衍依据的《后汉书》,其卷次当与今本一致,考虑到“八”、“六”两字形近易讹,
“蔡侯纸”添注的“后六十六”极可能就是“后六十八”之讹。 若这一推测不误,就晁仲衍

添注本来说,《白氏六帖》蔡伦造纸的有关文字(引文 c)无疑出自《后汉书》。
当然,晁仲衍添注本的标注并不一定就符合《白氏六帖》引录古书的实际情况,理论

上白居易也可能引自《东观汉记》。 据统计,《白氏六帖事类集》在引用范晔《后汉书》的

同时,还引用了不少《东观汉记》的资料[27] ,说明确实存在白居易利用此书的可能。[28]
 

不

过,《白氏六帖》至迟在大和九年(835)成书[29] ,而书成后就不断有人添注出处,至北宋晁

仲衍整理前人标注而集大成[30] ,可见添注本的出处可以视作稍晚于白居易,甚至与白居

易同时之人所做的工作。 考虑到天宝年间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尚能在民间找到近乎完本

的《东观汉记》(缺一卷),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纂《太平御览》之际,《东观汉记》多数卷帙

依然存在([14],214-215 页),那么添注本的作者或作者群在当时应该也是能够看到并利

用《东观汉记》的。 换言之,《白氏六帖》 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 c) 若取自《东观汉

记》,则添注本不应标注《后汉书》。 若此不误,则《白氏六帖》有关文字(引文 c),添注本

舍《东观汉记》而取《后汉书》,只能说明前者确实没有这段文字。
可以说,姚本和吴本《东观汉记》辑录的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引文 a 和 b),是通过

《唐类函》和《白氏六帖》的中转,而源自范晔《后汉书》。 当然,《白氏六帖》有关文字(引

文 c)与《后汉书》相关记载(引文 g)并不一一对应,但这出于白居易的剪裁和节录,不足

以构成反证。

① 同卷“弹四十五”之“怀丸”引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抨击游手好闲者的文字,后注“后汉三十九”,而《后汉

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恰载王符事迹和《潜夫论·浮侈篇》。 此类例证多见,不再一

一列举,足证晁仲衍利用的《后汉书》卷次与今天通行的本子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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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有关记载的史料来源

众所周知,乾隆朝纂修的《四库全书》,最后形成 7 部,分别储存在北方四阁和南方三

阁中,外加《聚珍版丛书》中的《东观汉记》,因此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理论上总共有

8 部。 不过,目前存世的只有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津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和文溯

阁四库本 5 部。 其中,聚珍本《东观汉记》从乾隆朝开始就以刻本的形式流传,文渊阁四

库本、文津阁四库本和文澜阁四库本近些年也先后影印出版,眼下只有文溯阁四库本锁于

深阁,无法利用。 根据笔者对这四个辑本《东观汉记》的全面考察,聚珍本、文渊阁四库

本、文澜阁四库本《东观汉记》基本是原样复制①,几乎全同,而文津阁四库本则与众不同,
两者的关系近似于定本和未定本。 进一步说,文津阁四库本是每条佚文单独罗列,近似于

辑本的素材库,而聚珍本等则连属诸条文,使之首尾完整、语义连贯。[31]
 

本文分析的《蔡伦

传》,也呈现同样的差异。 因此,解决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史源问题,线
索就在于文津阁四库本。

在具体分析文津阁四库本的佚文来源之前,还有个基本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四库馆

臣所辑《东观汉记》与《永乐大典》和《东观汉记》原本的关系。 据馆臣交待,四库本《东观

汉记》乃是“据姚本旧文,以《永乐大典》各韵所载,参考诸书,补其阙逸” [13] ,明言是在姚

本的基础上,参考《永乐大典》和诸古书古注辑集而来,并非全部辑自《永乐大典》。 不过,
四库馆臣在“《后汉书补逸》”存目下,称“至《东观汉记》,核以《永乐大典》所载,较之骃所

录,十尚多其五六” [32] ,似乎《东观汉记》全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没有来自其他古书

者。 同时,四库馆臣又在《四库全书总目·东观汉记》下,自注“《永乐大典》本” ([32],
446 页)。 这些做法,使得学界长期误以为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出自《永乐大典》。
前述不少学者认为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并将之视为

支持蔡伦发明造纸说的关键证据,原因就在这里。 实际上,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固

然有来自《永乐大典》者,但也有来自其他古书古注者。 这一点不能忽略。
不仅如此,即使是辑自《永乐大典》的部分,也并不代表比辑自其他古书古注者更可

信。 四库馆臣在《东观汉记提要》里明确说道“自元以来,此书已佚”,即使是见于南宋《中

兴馆阁书目》的“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冯异、祭遵、景丹、盖延九传”,“《永乐大

典》于邓吴贾耿诸韵内并无《汉记》一语,则所谓九篇者,明初即已不存矣” [13] 。 由此可

见,《东观汉记》在明初即已散佚净尽,永乐朝纂修《东观汉记》肯定不可能利用原书。 自

早年余嘉锡首揭此说,并经过朱桂昌的进一步调查和比对后,可以确定《永乐大典》所引

《东观汉记》并无超出古书古注者。[33-34]
 

这一认识目前已为学界广泛接受。 由此可见,《永

乐大典》引据的肯定不是《东观汉记》原本或原本残卷,而应是从诸类书和古书古注中辑

集来的。 那么,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的诸多佚文中,那些直接辑自《永乐大典》者,也
肯定不是来自《东观汉记》原本或原本残卷,而是同样来自于其他古书古注。 因此,四库

①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清末战乱中多半损毁,后来多次据民间藏书和文津阁《四库全书》补抄,现文澜阁四库

本《东观汉记》有可能抄自聚珍本。 稳妥起见,本文将文澜阁四库本和聚珍本《东观汉记》分开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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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臣所辑《东观汉记》,全部佚文其实都来自其他古书古注所引的《东观汉记》,而无来自

《东观汉记》原本者。
那么,四库馆臣辑录的《东观汉记·蔡伦传》来自哪些古书古注呢? 前面说过,解决

该问题的关键在于文津阁四库本。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和文澜阁

四库本《东观汉记》都没有标注所辑佚文的来源和出处,而文津阁四库本除了卷 21 和卷

22 外,其余诸卷全部都标注了。 文津阁四库本有一份其他辑本都没有的“编次凡例”,其
中第一条就说:“凡姚本已载者,条首俱朱书‘原’字;其姚本未有、从《永乐大典》增入者,
条首俱朱书‘增’字;或《永乐大典》未载,间从各书采葺者,条首亦书‘增’字,仍注明所从

葺之书于条下。” [35]
 

由此可以清楚知道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几乎每一条佚文的出

处。 结合前述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与文津阁四库本之间的关系,那么也

就相当于清楚了这三个辑本佚文的出处。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最终弄清楚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传》的史料来源。

考虑到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的相关佚文文字相同,这里仅录出聚珍本

(引文 d)和文津阁四库本(引文 e)佚文如下①:
[d1]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为中常侍。 有才学,尽忠重慎。 每至休沐,辄闭门绝

宾客,曝体田野。 [d2]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 案:一本作:伦典尚

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渔纸名网纸。 [d3]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称蔡侯纸。[36]

[e1]增:蔡伦,字敬仲,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下,辄闭门绝宾客,
曝体田野。

[e2]原:伦典作上方,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元兴元年奏上之,按:此句

姚本止有“奏上”二字,从吴淑《事类赋注》增。 帝善其能,按:范书伦传,此和帝元兴

元年事。 自是莫不用,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也。
[e3]增:蔡伦典作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也。
[e4]增:蔡伦用木皮为纸名谷纸,故渔网名网纸。 ([35],618 页)

两相比对不难看出,聚珍本文字就是由文津阁四库本连属而成。 具体来说,聚珍本引文

d1 相当于文津阁四库本引文 e1,只是多了籍贯“桂阳人”,并将“休下”改为休沐;聚珍本

引文 d2 和 d3 合在一起,相当于文津阁四库本引文 e2;聚珍本引文 d2 小字注提到的“一

本作:伦典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渔纸名网纸”,相当于文津阁四库本引

文 e3 和 e4 合在一起。 由此可知,四库馆臣所辑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和

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蔡伦传》,虽然文字偶异,但史料来源应该相同。
据前述文津阁四库本“编次凡例”,标“原”者是姚之骃辑本原有的内容,标“增”者是

四库馆臣所辑超出姚本的内容;后一部分中,来自《永乐大典》者仅标“增”,来自其他古书

古注者另在文末注明书名。 由此看前引文津阁四库本佚文的标注,那么四库馆臣所辑

《东观汉记·蔡伦传》佚文的来源就较为清楚了。 首先是本文重点分析的蔡伦发明造纸

① 文津阁四库本《东观汉记·蔡伦传》在传名“蔡伦”、正文“中常侍”、“网纸”之下,也有四库馆臣的按语,引范

晔《后汉书》相关记载补充说明。 这部分内容与本论题无关,故不予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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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文(e2 / d2+d3),文前标“原”,当继承自姚本。 比对前述姚本文字(引文 a),实质性变动

只有上奏时间“元兴元年”的添补。 据文津阁四库本 e2“元兴元年奏上之”的按语“从吴

淑《事类赋注》增”,似乎“元兴元年”是据《事类赋注》增补的,检此书未见相关记载,故当

属四库馆臣误植。 而从“帝善其能”之下的按语“范书伦传,此和帝元兴元年事”,“元兴元

年”是根据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增补的。 由此可知,四库馆臣所辑《东观汉记》蔡伦发

明造纸的佚文(d2+d3 / e2)也来自《唐类函》。
其次,聚珍本佚文 d1,据文津阁四库本佚文 e1 仅标“增”而未在文末注明书名,当直

接来自《永乐大典》。 前面提到,明初纂修《永乐大典》,其中的《东观汉记》条文并非出自

原本,而是来自古书古注。 那么《东观汉记·蔡伦传》的这条佚文(引文 d1 / e1),应该也

来自古书古注。 检《太平御览》卷 430,有《东观汉记》如下佚文:
[ f](《东观汉记》)又曰:蔡伦,字敬仲,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下,

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37]

与文津阁四库本佚文( e1)完全相同,因此《永乐大典》 所录的佚文应该就来自《太平御

览》。
至于聚珍本佚文(d1)多出的籍贯“桂阳人”以及将“休下”改为“休沐”,如同前述上

奏时间“元兴元年”一样,应该也是据范晔《后汉书·蔡伦传》增补的。 此前吴树平调查聚

珍本《东观汉记》的辑佚就发现,四库馆臣不仅利用了俞安期的《唐类函》,还用了《后汉

书》。 ([14],272-273 页)
 

现录出《后汉书·蔡伦传》相关文字如下:
[g]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 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 及和帝

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 每至休沐,辄
闭门绝宾,暴体田野……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缣贵而简重,
并不便于人。 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 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38]

前述聚珍本佚文(d1)的改动和增补,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由此可知,聚珍本《东观汉记》
关于蔡伦发明造纸的记载(引文 d),是整合了姚本(引文 a)和《太平御览》的佚文(引文

f),并据《后汉书·蔡伦传》(引文 g)增补而成。
最后,文津阁四库本佚文 e3 和 e4,因其文前标“增”而文末未注明古书,故也来自《永

乐大典》。 不过遍检古籍,未见其他古书所引《东观汉记》有与这两条相同者。 这里有两

种可能:一是《永乐大典》确实从现今看不到的某些古书中引用了这两条《东观汉记》佚

文;二是《永乐大典》也没有现今看不到的《东观汉记》独立史源,这两条佚文属于误引。
如前所述,余嘉锡、朱桂昌、吴树平都认为《永乐大典》对《东观汉记》的辑佚没有帮助,因
其并无太多的独立史源。 笔者依据文津阁四库本的标注进行了全面统计分析,发现四库

馆臣所辑《东观汉记》佚文来自《永乐大典》者共 368 条,其中只有 3 条确实为《永乐大典》
所独有,其余 365 条中多数见于其他古书古注,少数乃《永乐大典》误录。 ([31],90-93
页)

 

由此推测,文津阁四库佚文 e3 和 e4 虽然也存在来自《永乐大典》独立史源的可能,但
更大的可能则是《永乐大典》误录所致。

检《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都有与文津阁四库佚文 e3 和 e4 大体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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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①,不过这些内容出自《董巴记》,但又都排在《东观汉记》蔡伦造纸条文之后。 这里

暂录出文字完整的《太平御览》: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
《董巴记》曰: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用故鱼网作纸

名网纸也。 ([37],2724 页)
不难发现,《董巴记》的内容与文津阁四库本佚文 e3 和 e4 大体相同,《永乐大典》或许是

因为前一条涉《东观汉记》而误将《董巴记》的内容视作《东观汉记》。 至于《永乐大典》分

作两条,当与类书分门别类拆散引文的体例有关。
成书略晚于《太平御览》的《事类赋注》,卷 15《什物部》引《东观汉记》蔡伦造纸文字

与《太平御览》全同,唯下一条作:“《舆服志》曰:蔡侯纸用故麻,名麻纸。 木皮,名谷纸。
故鱼网,名网纸。” [39]

 

内容与前述《太平御览》引《董巴记》基本相同,却标明出自司马彪

《续汉书·舆服志》。 考虑到《事类赋注》的编者吴淑也参与了《太平御览》的纂修,因此

这处差异确实很奇怪。② 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对《永乐大典》可能误引《东观汉记》的判

断。 回过头来说,这两条文津阁四库本佚文(e3 和 e4)也只说蔡伦造纸,而没有“造意”造

纸,因此即使它们确实出自《永乐大典》的独立史源,也就是确实来自其他古书古注引录

的《东观汉记》,那也不能说明《东观汉记》原本含有蔡伦“造意”造纸的内容。
由上可知,四库馆臣所辑的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和文津阁四库本

《东观汉记·蔡伦传》,其中蔡伦“造意”造纸的内容(d2+d3 / e2)并非来自《永乐大典》,不
是《东观汉记》原有的佚文,而是继承自姚之骃辑本,也是通过《唐类函》和《白氏六帖》的

中转而来自《后汉书·蔡伦传》。 这里还有个旁证,即成书于康熙四十年的《渊鉴类函》。
它以《唐类函》为蓝本,广采唐代以后诸类书而成,其卷 205《文学部·纸一》就抄录了《后

汉书·蔡伦传》蔡伦造纸的文字,而没有沿用《唐类函》所引《东观汉记》蔡伦发明造纸的

文字(引文 b)。[40]
 

由此可知,《渊鉴类函》的编修班子应该就不相信《唐类函》这条引文出

自《东观汉记》,故此弃之而取《后汉书·蔡伦传》。

4　 结　 语

综合前面的分析,姚之骃辑本《东观汉记·蔡伦传》最早从《唐类函》辑录了蔡伦发明

造纸的文字,随后四库馆臣所辑的聚珍本、文渊阁四库本、文澜阁四库本、文津阁四库本沿

用了姚本的条文,吴树平辑本则越过姚本和四库馆臣辑本而直接从《唐类函》辑录了相关

内容。 不过,明人俞安期编纂的《唐类函》打散挪移了唐代类书的内容,使得《白氏六帖》
所引《后汉书·蔡伦传》的文字,被替换成《艺文类聚》所录《东观汉记》的内容。 换言之,

①

②

《艺文类聚》引作:“《董巴记》云:东京有蔡侯衹<纸>,即伦也,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故[鱼网作纸名]网

纸也。”([17],1052-1053 页)。 《初学记》卷 21《文部》相关文字作:“伦捣故渔网作纸名网纸,后人以生布作

纸,丝綖如麻,名麻纸,以树皮作纸名谷纸。”小字注:“见《董巴记》及《博物志》。” [19]

《事类赋注》引文往往标注“采自本书”,故传统上多认为此书在文献辑佚方面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新近论者

指出《事类赋注》注文基本照录自《太平御览》。 ([49],424-447 页)
 

考虑到这一点,《董巴记》和《续汉书·
舆服志》的不同记载更是非常奇怪,或许吴淑别有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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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辑本所载蔡伦发明造纸的文字,都不是出自《东观汉记》,而是通过《唐类函》和《白氏

六帖》的中转,最终来源于范晔《后汉书》。
既然辑本《东观汉记》有关蔡伦发明造纸的佚文来自《后汉书》,那么范晔《后汉书》

的相关记载又来自哪里呢? 据研究,范晔《后汉书》是以《东观汉记》为蓝本,采择华峤《汉

后书》等多家东汉史著而成([14],463-465 页),因此蔡伦“造意”造纸的记载,理论上存

在承自《东观汉记》原本的可能。 不过,考虑到前引《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
等类书所录《东观汉记》有关蔡伦造纸的文字都没有“造意”二字,宋代类书《太平御览》、
《事类赋注》等中的相关引文也是如此,因此,《东观汉记》原本记载蔡伦“造意”造纸的可

能性应该说非常微小。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坚持蔡伦发明造纸的学者的看法,就失去了其所依凭的

主要文献证据。 因此,未来的造纸术研究,应该向出土古纸实物的考古学断代和科技鉴定

倾斜,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彻底解决造纸术的发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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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cumentary
 

basis
 

for
 

supporting
 

the
 

invention
 

of
 

paper-making
 

by
 

Cai
 

Lun
 

 蔡
伦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s
 

mainly
 

the
 

portion
 

of
 

text
 

in
 

the
 

Biography
 

of
 

Cai
 

Lun
 

 蔡伦传  
 

in
 

the
 

compilation
 

Dongguan
 

hanji
 

 东观汉记 The
 

History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s
 

Recorded
 

at
 

Dongguan  .
 

Analyzing
 

various
 

editions
 

of
 

this
 

work
 

such
 

that
 

of
 

Yao
 

Zhiyin
 

 姚之骃   
 

the
 

one
 

found
 

in
 

the
 

Siku
 

quanshu
 

 四库全书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and
 

that
 

of
 

Wu
 

Shuping
 

 吴树平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text
 

relating
 

to
 

Cai
 

Lun􀆶 s
 

invention
 

of
 

paper-
making

 

comes
 

from
 

the
 

Tang
 

leihan
 

 唐类函 
 

Summary
 

of
 

Tang
 

Dynasty
 

Classical
 

Books  .
 

As
 

well
 

as
 

collecting
 

and
 

merging
 

content
 

from
 

the
 

Yiwen
 

leiju
 

 艺文类聚 
 

Col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Chuxue
 

ji
 

 初学记 
 

Literary
 

Materials
 

for
 

Beginners   
 

Beitang
 

shuchao
 

 北堂书钞 
 

Class
 

Books
 

Summarised
 

at
 

the
 

North
 

Hall  
 

and
 

Baishi
 

liutie
 

 白氏六帖 
 

Class
 

Books
 

Summarised
 

by
 

Bai
 

Juyi   
 

the
 

Tang
 

leihan
 

also
 

breaks
 

up
 

and
 

moves
 

around
 

a
 

lot
 

of
 

content.
 

The
 

text
 

of
 

Cai
 

Lun􀆶 s
 

invention
 

of
 

paper-making
 

was
 

originally
 

cited
 

in
 

Baishi
 

liutie
 

as
 

coming
 

from
 

the
 

Biography
 

of
 

Cai
 

Lun
 

of
 

Houhan
 

shu
 

 后汉书 
 

Book
 

of
 

Later
 

Han
 

Dynasty  
 

but
 

was
 

later
 

changed
 

by
 

the
 

Tang
 

leihan
 

as
 

coming
 

from
 

attribution
 

of
 

it
 

to
 

the
 

Dongguan
 

hanji
 

in
 

the
 

Yiwen
 

leiju.
 

The
 

above
 

compilation
 

did
 

not
 

realize
 

this
 

and
 

resulting
 

in
 

a
 

misclassification.
 

The
 

relevant
 

text
 

from
 

the
 

Biography
 

of
 

Cai
 

Lun
 

of
 

Houhan
 

shu
 

should
 

not
 

be
 

credited
 

as
 

coming
 

from
 

the
 

original
 

Dongguan
 

hanji
 

as
 

recorded
 

in
 

other
 

works
 

such
 

as
 

the
 

Beitang
 

shuchao 
 

Yiwen
 

leiju
 

and
 

Chuxue
 

ji.
 

Clarification
 

of
 

this
 

issue
 

facilitates
 

further
 

research
 

on
 

paper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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